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 
第 173-204 頁  2007 年 6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台灣烏溪流域「七將軍廟」源流考論 

 

張志相* 

 

摘  要 

台灣中部烏溪流域內南投、草屯、霧峰、大里等四地都有「七將軍廟」。四

廟名雷同，祭祀神衹都是六人與義犬。現有文獻對四廟創建沿革眾說紛紜。本文

將自清代畫界封山政策執行，對彰化縣東部沿山漢「番」邊界帶來影響的視角出

發，提出四廟沿革新解。本文證明四廟源出乾隆廿年建立的霧峰「兵慶祠」。所

謂「七將軍」原是乾隆時因「生番」出草而遭難的兵丁，他們分別是陳綬保、吳

世俊、薛國棟、劉耀、翁均、張列、彭英等七人。這些生前以「防番」為職責的

汛丁亡厲，隨後轉化成「將軍」，為當地兵民建祠崇奉，繼續其「防番」工作。

且因彰化沿山邊界長期漢番衝突背景，讓七將軍信仰得以擴展。最終南投、大里

等地也各自建祠祭祀「七將軍」。 
 
關鍵詞：烏溪流域、兵慶祠、七將軍廟、畫界封山、番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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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烏溪，又名大肚溪。溪流全長約 117 公里，是台灣第三大河川。其上源主要

為南、北港溪，兩溪在國姓鄉柑仔林附近合流後始改稱烏溪，為本流中段主體。

溪流在大肚鐵橋東側匯貓羅溪後改稱大肚溪；為其下游1。烏溪流域面積達 2025.6
平方公里，其中主要部份係屬烏溪河段之流域，烏溪流域內的河系涵蓋烏溪本流

（含南港溪）及支流筏子溪、大里溪、貓羅溪、北港溪、眉溪等水系2，各水系

所在地區今天分屬南投縣、彰化縣、台中縣部分鄉鎮與台中市全部市域。這些地

域在荷蘭與明鄭時期仍是中部平埔諸族如洪雅、拍瀑拉、巴宰、巴布薩等族各社

與「水沙連番」甚為活躍之地。清代康熙中期領有台灣後，漢人拓墾腳步逐漸向

此延伸，其拓墾行動大致方向是依循由南而北，由海岸而內陸的方向進行。3漢

人勢力沿著烏溪及其水系不斷的往內山推進，進而逐漸建立起漢人聚落。漢人持

續性的拓墾行動壓迫了原住民的生活領域，「漢番關係」的對立與衝突，自雍正

朝後日益嚴重化，「水沙連番」出草殺人，成為嘉道二朝以前彰化縣境內甚為顯

著的社會問題。於是官方立石開溝、建隘置汛，行「畫界封山」之策，藉以隔離

漢「番」。乾嘉以後台灣西部近山地區，因而形成了一條特殊的人文界線，稱為

「土牛紅線」。4自此以降，「山以西民番雜居，山以東有番無民。番所聚處曰社，

於東西之間，分疆劃界。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蕃也。界外番或歸化、

或未歸化，皆生番也。」5。迄於道光年間台中地區各地的主要聚落，九成以上

均已形成。6漢人聚落初成與擴展過程中，人文社會層面的發展也涵蘊其間。其

中民間宗教信仰是移民聚落初拓期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漢人的民間信仰是屬於擴散式宗教，與其日常生活密不可分。考察其祭祀對

象來源，大致不外乎來自中國大陸原鄉與誕生於台灣本土兩大類，前者有鄉土守

護神、全國性神衹等，後者則多為拓墾過程中，因適應台灣環境所產生的神衹。

這些孕育於本土的神衹，不少是屬於人鬼所轉化而成的神衹。而人鬼崇拜的產

                                                 
1 林朝棨《台灣省通志稿—土地志‧地理篇》，第一冊地形（台北市：捷幼出版社，1999 年），

頁 90。 
2 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烏溪水岸整建及景觀改善計畫》（台中市：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

局，民國 93 年 6 月），頁 2-2。 
3 洪麗完〈大安、大肚兩溪間拓墾史研究〉，載《台灣文獻》43 卷 3 期（南投：台灣省文獻委

員會，民國 81 年 9 月），頁 168。 
4 關於「土牛紅線」的名稱意義問題，請參見施添福，〈台灣歷史地理研究劄記（一）—試釋土

牛紅線〉載《台灣風物》39 卷 2 期（台北：台灣風物雜誌社，1989 年 6 月），頁 95-97。 
5 引文參見鄧傳安〈台灣番社紀略〉，收入氏著《蠡測彙鈔》（南投：台灣省文獻會，民國 86
年 6 月），頁 1。 

6 參見楊護源著，《清代台中地區的聚落拓殖》（民雄：中正大學史研所博士論文，民國 94 年

11 月），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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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與漢人信仰觀念中的「厲」息息相關，「厲」通常意味著乏嗣，或橫死、

冤死之鬼。台灣「厲鬼」的生成變化，誠如康熙時期《台灣府志》〈邑厲壇祝文〉

所言：「尚念冥冥之中，無祀鬼神，昔為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

橫傷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

擾攘流移於他鄉，或人煙斷絕久闕其祭祀。姓名泯沒於一時，祀典無聞而不載。

此等孤魂，死無所依，精魂未散，結為陰靈；或倚草附木、或作為妖怪，悲號於

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中。凡遇人間節令，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

淪，意懸懸而望祭。」7。他日這些人鬼若得立祠祭祀，其中部分宮廟香火興旺，

輒轉化成地方公廟，其主神也成為各種不同名稱的鬼神。今日烏溪流域內的「七

將軍廟」，即是很好的例證。 
烏溪南北岸地區今日共有四座「七將軍廟」，它們分別是烏溪以南的南投與

草屯「七將軍廟」，烏溪以北的霧峰與大里「七將軍廟」。溪南、溪北四座廟宇的

創建沿革，不僅廟方各自擁有自身的說法，並且戰後出版的地方史志及文獻，也

對於寺廟歷史有所記錄，本文旨在追溯七將軍信仰源流演變，因此首先將針對溪

南與溪北「七將軍廟」的現有說法進行考察，並進一步指出烏溪北岸七將軍信仰

由來的說法，是對特定歷史事件的誤認。其次，再就烏溪南北兩岸沿山地區的歷

史共相做鋪陳，說明畫界封山下清廷政策變化的一貫思惟，與此一地區的綠營佈

署變化。並指出其政策執行面存在的流弊，致使「番害」此後仍有所聞，以明七

將軍信仰產生的歷史根源。最後則就文獻、文物資料討論七將軍廟的由來，並說

明七將軍廟與清代綠營汛塘的關係，間接指出畫界封山政策執行對邊界地區所帶

來的影響，以求獲取對於七將軍信仰新的認識。 

貳、烏溪南、北岸「七將軍廟」創建沿革既有說法考察 

烏溪流域的「七將軍廟」，其實際位址與名稱，自南而北依序排列分別是：

南投市營北里「七將軍廟」（營盤國小校內）、草屯鎮御史里「七將軍廟」（南岸

巷內，近烏溪橋頭）、霧峰鄉南柳村「七將軍爺廟」（新厝路 148 巷內）、大里市

新里里「七將軍廟」（新興路 26 號）。四座廟宇創建沿革的既有說法，分論如下： 

一、南投「七將軍廟」 

南投營盤口「七將軍廟」的創建沿革，主要見於廟中留存光緒七年（1881
年），由南北投汛官鄭維霖題獻之木匾與劉枝萬撰《南投縣志稿‧宗教志》。前者

詳讀其文字內容，即可發現全文乃敘述個人在汛一年，因蒙受神恩，方能履險如

                                                 
7 引文參見〈邑厲壇祝文〉，高拱乾俢《台灣府志》〈典秩志〉（台北：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5 年），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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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的種種感懷。為敬答神庥，原思重修廟宇，但力有未逮，故特獻木匾一方8。

文中並未提及該廟的創建緣由，因此木匾僅能證明該廟在光緒七年前即已建立。

後者依劉枝萬的考證，認定該廟與乾隆五十一年（1786 年）爆發的林爽文事件

相關9。所謂「七將軍」是事件平亂過程中傷亡的七名清軍。但細繹此考證之文，

當中不無疑點。其論主要關鍵是對於營盤口地名由來的解釋。該文認為營盤口之

地名由來與福康安駐軍相關。劉文認為福康安在乾隆五十二年十一月末到十二月

初，師次之平林，即今之營盤口。考之史實，平林在此期間確實曾為福康安大軍

營盤所在，直到十二月四日才兵進集集埔，並於五日移營水沙連。10但今之營盤

口得名是否據此而來，不無疑問。因乾隆五十二年以前南投地區早已設置汛營，

是為南北投汛。南北投汛設置時間，有雍正十一年（1733 年）與乾隆三年（1738
年）兩種說法。11雍正十一年八月兵部等衙門議覆閩浙總督郝玉麟〈台灣營制事

宜摺〉，12該文中雖未見述及南北投汛之設立。但乾隆三年戶部議覆文中引郝玉

麟疏言「南北投汛歸該協中營屬（指北路協），所有原設外委一名、兵二十名，

撤防虎尾溪塘。」13，再查范咸《重修台灣府志》轉引雍正十一年郝玉麟會奏〈為

敬陳台灣善後事宜等事〉中有「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分防竹腳寮及南北投等

處。」語14，可見乾隆三年前南北投汛即已設置。事實上，雍正四年（1726 年）

四月巡台吏科給事中汪繼璟奏摺中曾有「除竹腳寮向有練總鄉壯堵禦已久，今南

投崎等處亦招選練總鄉壯配給槍牌，令其互相守禦…」15的報告，同年十月巡台

御史索琳奏摺中也曾提到「南北投鎮番寨守禦竹腳寮民壯朱八於本月十五日在水

沙連河邊被生番殺死…」的情形16，九年（1731 年）吏部等部議覆福建總督劉世

明文中提及：「查竹腳寮在虎尾溪之南，屬諸邑管轄，已設有弁兵巡查稽查。毋

庸添設。…彰化縣貓務捒地方，准其添設巡檢一員，令其查拿盜匪、賭博等事，

                                                 
8 關於鄭維霖之文，劉枝萬《南投縣志稿》〈宗教志〉「七將軍廟」條中即有轉錄。該匾今收藏

於該廟主任委員家中。 
9 參見劉枝萬《南投縣志稿》〈宗教志〉，頁 151-152，「七將軍廟」條。（台北：成文出版社，

1983 年） 
10
參見〈乾隆五十二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翌年正月四日至二十一日各上諭〉，收入《台

案彙錄庚集（第五冊）》，（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 53 年 8 月），頁 717-748。 
11
清代方志如范咸《重修台灣府志》、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及《台灣采訪冊》等均以南北投

汛設置於雍正十一年。而許雪姬與黃智偉則持乾隆三年的看法。許氏看法參見許雪姬《清代台

灣的綠營》（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87 年），頁 27。黃氏看法參見〈清代台灣的綠營佈署〉

一文，收入若林正丈等編《台灣重層近代化論文集》（台北：播種者文化，2000 年 8 月），

頁 33-81。 
12
兵部議覆文參見《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錄》卷 134（台灣華文書局，民國 57 年），頁

1943-1944。 
13
引文參見《清高宗實錄選輯》上冊（南投：台灣省文獻會，1964 年 6 月），頁 12。 

14
引文參見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卷十〈兵制〉，頁 316。 

15
該奏摺參見《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二輯第十冊（台北：遠流出版社，2006），頁 486-487。 

16
索琳奏摺，〈為奏台地生番滋事事〉參見《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二輯第十一冊，頁 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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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民壯一百名，以六十名著令巡查稽察，分防南北投鎮番、北勝二寨，以四十名

訓練，隨帶遊巡，按季輪換。」17，綜合上述，可證明竹腳寮、南北投、貓務捒

三地關係密切，在南北投仍為鎮番寨時期，先後由竹腳寮、貓務捒巡檢協防，其

後在雍正十一年郝玉麟針對綠營佈防改制時，基於整體戰略佈局考量，三地均同

時設汛，並且南北投汛址所在，可能即沿用南北投鎮番寨舊地。 
至於南北投汛今址所在，台灣鎮總兵林宜華的《台灣兵備手抄》中將之記為

大吼南北投汛18，大吼當是指大虎山。日治時南投營盤口舊大字，包含過溝仔、

三崁店、下山腳等庄19。其中「下山腳」，意思是指大虎山腳莊下方的聚落，今

之營盤口正符合其敘述。而今營盤口附近又有軍功寮之地名，清代營汛與乾隆中

期以後的番隘，兩者都負有護衛軍工匠的責任，所以軍工寮常建於隘汛附近。據

此，南北投汛營盤設置於今日之營盤口附近，是較為合理的說法。而營盤口地名

也應是由南北投汛營盤而來。再者，前述南北投汛官鄭維霖題匾營盤口「七將軍

廟」，恰可進一步證實南北投汛營盤應在該廟附近。驗之民間口碑，該廟原即在

營盤內，其結果更為確定。因此劉氏舊說，以營盤口是源起於福康安駐軍，其時

間點之掌握實為錯誤。 
進一步論，劉氏之文據錯誤之營盤口地名源起，論述「七將軍」是平亂傷亡

兵丁，事實上也是推論。清代自雍正二年（1724 年）後，凡官兵盡忠殉職，朝

廷皆有表彰賞恤，是以通常其姓名與相關事蹟，均可見之史冊20。但檢閱《清高

宗實錄選輯》、《欽定平定台灣紀略》《清宮宮中檔奏摺台灣史料》、《台案彙錄》

等史料中與林案關聯部份，都未見有官兵傷亡於營盤口附近之報告。而核校《台

灣通志》〈忠節表〉中關於「剿林爽文、莊大田案」殉難人員名錄，也未發現有

於南投地區殉難者21。因此劉氏關於「七將軍廟」建廟沿革的說法，不得不令人

存疑。要之，今日南投「七將軍廟」的創建沿革，當另尋其他歷史根據。 

二、草屯「七將軍廟」 

    草屯南岸巷「七將軍廟」的資料，今所見者分別著錄於〈南岸巷七將軍廟史

                                                 
17
引文參見雍正九年二月十一日吏部等部〈為遵旨諮商事〉，《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二輯第十

三冊，頁 498。 
18
參見林宜華，《台灣兵備手抄》（台北：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年），頁 16。 

19
參見省文獻會編《台灣地名辭書》卷十，頁 49 及洪敏麟《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437。 
20
雍正二年十月議：「凡文武之臣，臨陣捐軀、守土授命以及偏裨士卒赤心報國、奮不顧身者，

應令兵部詳查檔案，行文八旗、直省督撫將籍貫事蹟詳晰繕冊具奏。…」參見《大清世宗憲（雍

正）皇帝實錄》卷 25，頁 379-380。 
21
參見薛紹元，《台灣通志》下冊（台北：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年），頁 60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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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解說牌22、〈七將軍廟沿革〉碑記23、《草屯鎮誌》〈水利篇〉24《台灣省南投

農田水利會會誌》〈沿革〉25與《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續修初稿》〈水利與

人文〉26等五種史料中。前兩種資料同為廟方提供資料，今一併先行討論如下：

廟方論點中主張七將軍是開鑿茄荖媽助圳殉難的六名工人與一頭義犬。但是其水

圳開鑿時間二文分別有清末（解說牌）與乾隆十八年（1753 年）（沿革碑記）兩

種說法。「清末說」大抵是為了配合其文後所言，劉銘傳開鑿水圳而提出。經查

劉銘傳是在光緒十年（1884 年）來台，光緒十六（1890 年）年離台27，期間相

關史冊，未見有劉銘傳於草屯開圳記錄，故此說甚不可信。至於乾隆十八年說法，

未知根據為何。該文甚至指出水圳於四月廿四日鑿通，但勘之現有草屯水利史

料，都未有如此精確的紀錄，如此精確說法，轉致令人生疑。此說顯然是配合今

日廟方以此日為該廟慶典日期而產生。其次，該文中所謂茄荖媽助圳，顯為茄荖

圳或媽助圳之誤，因茄荖圳與媽助圳合併，改稱茄荖媽助圳事在明治三十六年

（1903 年）。而證之今日研究成果，此二圳確實開鑿年代，仍有疑義28。不過二

圳分別在乾隆十五年（1750 年）與乾隆二十二年（1757 年）前即已開鑿，則經

契約文書證實無疑29，但猶未能確知開鑿於何年。總之，廟方碑文的說法可能是

緣於「七將軍廟」，位處今日茄荖媽助圳取水口附近而產生，非有真憑實據。 
    次論後三種史料，即《草屯鎮誌》〈水利篇〉、《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

〈沿革〉與《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誌續修初稿》〈水利與人文〉，三者實為同源

史料，均得之於民間口碑傳說。其論點共相為七將軍是開鑿險圳而犧牲的六人一

犬。但三者間對時間的說法則略有差異。水利會誌提及險圳開鑿於一百七十年

前，而該會誌乃民國八十五年修纂，據此往前推一百七十年是為道光六年（1826
年），所言不知何據。而水利會誌續修初稿與鎮誌則將時間提前至乾隆十六年

（1751 年）。險圳，清《彰化縣志》言其「源從烏溪分脈，至茄荖山，穿山鑿石

數十丈，流出灌溉七十餘莊之田。乾隆十六年池良生開築，里人名為：石圳穿流」

                                                 
22
此牌是民國七十五年廟方所立，今已佚，但原文曾由林美容、簡榮聰採擇分別收入《草屯鎮鄉

土社會史資料》一書與〈草屯鎮碑碣〉一文中。參見林美容《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料》，頁

236-237。 又簡榮聰〈草屯鎮碑碣 〉一文亦收錄該文，見《史聯雜誌》二十期，頁 48，1992。 
23
原文參見論文後之附錄一。 

24
參見《草屯鎮誌》（草屯：草屯鎮誌編纂委員會，1986 年），頁 566。 

25
《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草屯：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1996 年），頁 17。 

26
參見《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續修初稿》（草屯：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2005 年），頁

7-2。 
27
參見連橫，《台灣通史》劉銘傳列傳（南投：省文獻會，1998 年），頁 915-921。或葉振輝《劉

銘傳》。 
28
參見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水利〉，《逢甲人文社會學報》八期 2004 年 5 月，頁 163。 

29
關於兩圳的修建時間問題，參見《重修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定稿》，頁 173、174。未刊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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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顯然後兩者的時間是承繼《彰化縣志》的說法。但《彰化縣志》中關於險圳

的開鑿時間紀錄，其實是錯誤的。今日留存清代契約文書，已可證明險圳開鑿於

乾隆八年。該圳係北投社番土目葛買奕托漢人吳連淌或吳連登所開鑿31，因此前

述三種資料中關於年代的說法都有誤。進一步看，三種史料彼此間是具有相互影

響、承繼關係。會誌雖成書較鎮誌為晚，但比對兩者，可看出鎮誌水利篇內容相

當依賴於水利會所提供資料，因此我們可推論，鎮誌雖然據《彰化縣志》修改了

險圳開鑿年代，但其敘述主體仍得之於會誌，而鎮誌的修訂則又反過頭來對會誌

續修初稿造成影響，因此形成今日之貌。故而這三種資料彼此間實係同源關係，

其敘述主體仍不脫民間傳說性質。因此把七將軍廟創建沿革的口碑傳說，附麗於

《彰化縣志》乾隆十六年險圳開鑿的說法，並以之為史實，即使不究險圳開鑿時

間之誤，在未有確切證據之前，仍不恰當。 
    總結前述五種資料內容而言，對於七將軍廟的創建沿革的說法，仍是倚賴民

間傳說為主，或配合史料修正、或依其特定目的改造史實，並非擁有確切歷史證

據，因此對於該廟的創建沿革，仍得求之於其他證據。 

三、柳樹湳與大里的七將軍廟 

烏溪北岸兩座七將軍廟的創建沿革，分見於《大里市志》〈勝蹟志〉與〈宗

教志〉、大里「七將軍廟簡介」、南柳村「柳樹湳七將軍爺廟沿革」碑文32等三種

資料。三者中以《大里市志》為其說法本源。大里「七將軍廟簡介」、南柳村「柳

樹湳七將軍爺廟沿革」碑文的說法都是沿襲自市志而來。《大里市志》〈勝蹟志〉

「同治九年（1870 年）大里杙營派翁均、張烈等六位士兵往柳樹湳庄巡視時，

因內山生番出草（殺人），除其六人，其同往之犬皆被殺害，墓尚存霧峰南柳村。」
33。考察這說法的依據，主要有二：一是大里廟中留存之古匾，另一則是南柳村

之墓廟（舊稱兵慶祠）所留存神位。大里廟方古匾上題「同治辛未季春 吉旦，

神之格思，三山弟子黃維昭敬立」。同治辛未年，即同治十年（1871 年），因此

該廟雖在同治十年即已存在，但未能證明該廟確實創建時間。三山弟子黃維昭，

遍查台灣方志，仍未能確知為何人。但廟方認為三山，指的是潮州府之巾山、明

山、獨山，亦即與三山國王信仰相關，然也缺乏確證。三山之稱呼也有他指的可

能，例如福州府于山（九仙山）、烏石山（閩山）、越王山（屏山或平山）也稱三

                                                 
30
參見《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57。 

31
關於險圳開鑿相關問題的討論，參見陳哲三，前揭文。 

32
大里七將軍廟，參見陳炎正主編，《大里市志》〈勝蹟志．忠義祠〉，頁 249。（大里：大里

市志編纂委員會，民國 83 年 3 月）。大里「七將軍廟」記錄，參見廟方出版之《大里市忠義

祠七將軍廟簡介》附件〈大里忠義祠七將軍史蹟〉一文。南柳「七將軍爺廟」廟史，可參見該

廟右側所置「柳樹湳七將軍爺廟沿革」碑，參見文後附錄二。 
33
參見陳炎正主編，《大里市志》〈勝蹟志．忠義祠〉，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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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34。清同治七年（1868 年）福州府人洪福昇、熊萬春等共建白龍庵於彰化，

一名三山匯館35，即是一例。同時七將軍廟原應為汛兵所建，清代綠營向是「兵

皆土著」，而台灣陸路營兵則全由福建省各協鎮抽調而來，僅水師南澳鎮有部分

廣東籍營兵。福建綠營中雖漳州、汀州等地也有客家兵丁，但其員額不及十分之

一36，且三山國王也非福建客家崇祀對象，因此廟方說法實成疑問。 
至於南柳墓廟「兵慶祠」內所存之翁均神位問題，《大里市志》據此神位，

結合民間傳說與廟內古匾，得出同治九年「生番」出草柳樹湳的結論，從而塑造

兵丁翁均等六人一犬殉難史事。但証之史料，卻無其事。事實上翁均等人遭難事

件發生於乾隆十六年十二月十一日。此事件清代檔案中稱為「彰化縣內凹庄及柳

樹湳兵民被兇番焚殺案」37，該案的大致經過如下簡述： 
雍正七年（1729 年）監生簡經向北投社「番」葛買奕贌耕內凹庄地區北投

社公共草埔，其後簡經依仗勢力，不僅長期積欠租穀，且侵吞該社減免之「番」

丁餉銀。此事在乾隆十二年（1747 年）經「番」通事三甲（北投社「熟番」葛

買奕之漢人螟蛉子，「番」名葛第夫，原姓葉。）向台灣府衙提告，乾隆十四年

（1749 年）知府方邦基裁斷，簡經除遭革除功名並歸還熟田四十甲土地外，另

需清還積欠租穀四千石；但減免之「番」丁餉銀則無須繳還。此判決雙方均感不

滿，致使簡經日後僅清償六分之一，且土地則任由佃戶佔墾。甚至日後三甲的追

討行動，卻進一步引來簡經的恐嚇。最終三甲因恐懼與報復心理作用，遂邀同父

異母兄葉福，並協同「熟番」大霞、大斗六等部份族人，透過萬丹隘口「生番」

老茅，與水沙連「生番」福骨、哆囉嘓、眉加臘、貓裡眉等四社「番」眾取得聯

繫，是以「生番」在十二月八日夜晚出草內凹庄，殺死佃戶賴、白二姓共二十二

人，焚毀茅房八間。三甲為混淆他人耳目，營造「生番」連續出草殺人印象，十

一日夜再引領「生番」突襲柳樹湳汛營盤，火焚營房五間，兵丁陳綬保、吳世俊、

薛國棟、劉耀、翁均、張列、彭英等七人頭顱遭割，而署把總蔡鳳及兵丁李高華、

吳廷漢、郭滄生、康亮、張尾等五人皆受傷。事件發生後，自地方縣、府、省到

中央吏部、刑部、兵部與三法司都參與審理工作，歷經二年餘的調查與審理後，

直到乾隆十九年（1754 年）五月三十一日刑部、兵部與三法司審覆確定，六月

一日奉旨：三甲凌遲處死，老茅、葉福、大霞、容仔俱即處斬，均傳首梟示。大

斗六、大眉里、馬里俱依擬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38。所謂「彰化縣內

                                                 
34
黃仲昭纂，《八閩通志》卷四〈地理山川〉（福州：福建人民出版社、1996 年 2 刷），頁 63。 

35
參見林蕤編，《彰化白龍庵三山匯館沿革》（彰化：白龍庵管委會，民國 92 年版），頁 1。 

36
參見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板橋：稻香出版社，1998 年），頁

156。 
37
該案經過參見《台案彙錄己集》〈吏部「為准刑部咨」移會（彰化縣內凹庄及柳樹湳兵民被兇

番焚殺，請將正兇三甲凌遲處死，餘犯分別斬絞）〉一文（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

53 年 1 月），頁 215-223。 
38
同前註，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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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庄及柳樹湳兵民被兇番焚殺案」，至此終告一段落。 
上述案件中有二名兵丁姓名與大里市志所言相同，且發生地點也同樣是在柳

樹湳，是以二事實為一事。前述大里市志等三方資料明顯有誤，不足為據。 
總結前述三段而言，現有關於烏溪南北岸四座「七將軍廟」創建沿革的說法，

屬於民間傳說者多，歷史成分者少。因此七將軍信仰的由來勢必求之於另外根

據。就表象而論，此四廟不僅廟名相同，且供奉對象也都是六人一犬。但現存說

法卻各說各話，實啟人疑竇。今既考察出現有說法都乏歷史根據，不由得令人思

索此四廟彼此間有無存在著特定關聯？或許現今四廟之廟名與廟中書有「七將軍

之神位」的牌位可能提供另一種訊息。台灣民間信仰中廟名或神位以「將軍」為

名者，不少是身份屬於官兵、義勇，或者是死於兵難者。古人命名多半遵循一定

的法則，其中廟名又多是地方頭人或士紳所號，因此號稱「將軍」或有緣故。其

次，四廟彼此距離並不算遠，四地清代時均曾是緊鄰番界的地區，或許從這樣的

角度出發思考，對於「七將軍廟」創建沿革歷史的釐清工作，將有新的助益。 

参、劃界封山與烏溪流域沿山汛營佈建 

《欽定六部處分則例》〈台灣民人偷越番境〉：「台灣南勢、北勢一帶山口，

生番、熟番勒石分界，…」39，一般以為清政府的畫界封山，始自康熙六十一年

（1722 年）朱一貴之亂時40，但從雍正時期大臣如御史夏之芳等人多次上書，與

其後雍正皇帝的三令五申看來，雍正朝才是畫界封山政策形成的關鍵期。觀察此

一政策的形成，固然與朱一貴之亂相關聯，但更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一朝對於台灣

原住民的政策，正處於由強調「生番」歸化漸轉換為漢「番」隔絕的過程41。雍

正初期台灣地方官員屢次上呈「生番」歸化奏疏的同時及其稍後，漢「番」對立

與衝突正逐漸的白熱化。層出不窮的「生番」出草事件，讓雍正不得不採取行動。

但雍正四年（1726 年）征討「水沙連生番」，次年兩次征討南路「傀儡生番」等

軍事行動，僅是暫時性的壓抑問題。事實上就宮中檔奏摺所計，自康熙五十八年

（1719 年）到乾隆三十三年（1768 年）台灣各地共發生五十一次「番害」，其中

雍正一朝即發生四十三起「生番」出草事件，其番害頻率不可謂不高42。面對此

一情形，嚴令畫界封山自有其必要性。而配合畫界封山的執行，針對台灣各地「生

番」出入孔道設置隘、寨、汛、塘等組織，管控漢「番」往來與防備「生番」，

                                                 
39
清文孚編《欽定六部處分則例》卷 40（台北：文海出版社，1966），頁 805-806。 

40
參見施添福〈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與區域發展—一個歷史地理學的研究〉收入氏著《清代台

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歷史地理研究》（竹北市：竹縣文化局，2001 年），頁 65-72。 
41
關於其轉換過程參見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孰番地權》（台北：中研院社研所，

2001 年）第一部〈族群政治〉，頁 39-52。 
42
該統計數字參見梁志輝、鍾幼蘭《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中）》（南投：省文獻會，2001
年），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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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勢在必行。雍正六年（1728 年）九月台灣鎮總兵王郡奏疏中即言：「迨奉命調

台於抵省之日，即將生番殺人緣由，面稟督臣高其倬，謂生、熟貳番交界處所零

星小屋禁令歸入大庄，務必守望相助。如遇生番警息，則為群出協擒，仍令勒石

立界，一切採捕交易之人，不許踰越行走，違者嚴以處分。復於出、入要口設汛

安防，以資備禦。今督臣高其倬俱已通飭施行，而壹千五百餘里之地方亦皆安靜。

但臣猶謂各種生番其每社多則百餘人，少則數十人，性雖嗜殺，俱皆不識不知，

而所懼者惟槍與砲耳。今備禦既嚴，防範又密，倘敢越界騷擾，臣即於聞報之頃，

行令該管營弁查明何社生番，帶兵前往剿捕，務淨根株，以為懲一儆百之戒。」
43。曾先後職任台灣南路營參將、台灣鎮總兵、福建陸路提督的王郡是雍正中期

以後台灣防務的主要設計者。他的漢「番」隔離原則，得到雍正的贊同，說他深

得治台之根本44。漢「番」隔離甚至阻絕，其用意不僅在防備「生番」，也在於

防止「生番」與漢人勾結，為治安帶來威脅。因此如何穩定維持，甚且強化漢「番」

隔離原則，成為此後畫界封山問題處理的思考主軸。 
進入乾隆時期，九年（1744 年）福建布政使高山進一步在奏疏中提議：「一、

番民地界之宜照舊劃清也。…臣於清查莊產之便，順途勘驗。覺從前所立之界，

並無山河依阻，易於無憑，但日久相延，又未便紛更改易。相應飭令地方官遴委

佐雜，夥同各番土目指出現在管理分界之處，再行立表，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

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間。清界而後，漢民毋許深入山根，生番毋許擅出埔地，

則彼此屏跡，斷絕往來，自不致生釁滋事矣。…一、生番隘口之宜稽查出入也。

查台郡各屬險隘要區大小共有數十餘處。如…諸羅縣轄之芋匏、重溪、阿里、武

鑾、枋仔、臺斗、梅仔、竹腳等處，彰化縣轄之頭重、北頭、大婆、黃竹等處；

淡防廳屬之麻署、南日、嘉志等處，俱係生番出没之地，向無塘汛協防。所有南

路營之崑鹿、萬丹、淡水、武洛等汛，城守營之羅漢門、大目降，北路協之斗六

門、南投、北勝、柳樹、貓霧、吞霄等汛，不敷各隘稽查，遠制為難，以致生番

出口，伏莽行兇，屢遭荼毒。今若欲於沿山口隘遍設汛防，亦屬難行之事。臣以

為各社設有土司分轄番地，則凡生番要隘未設營汛處所，秋冬之間，便可諭令土

司於各管地界輪撥番眾就近巡查，以補汛防之所不及。毋許漢奸將違禁貨物潛入

內山私向生番貿易，亦毋許生番擅行出隘為祟逞兇。倘有違犯，即行嚴拿。番則

令土司自懲，民則送該管官究擬。庶邊方寧靜，而各隘謹嚴矣。」45。高山的提

議，當時雖限於具體環境因素未全面實施，然而揆之歷史發展，除了土司制度外，

無論是乾隆十二年（1747 年）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所實施的「番隘」制度、乾隆

二十五年閩浙總督楊廷璋完成的全台「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的「土牛界」工程，

                                                 
43
引文參見王郡〈為遵旨回奏事〉，《明清台灣檔案彙編》第二輯第十二冊，頁 31-32。 

44
同前註，雍正批文。 

45
引文轉錄自柯志明前揭書附錄一：福建布政使高山〈台郡民番現在應行應禁事宜〉奏文，頁

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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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乾隆五十五年福康安的「番屯」政策推行，對於當年高山的提議都有其承繼

性，在此我們可看到政策制定面背後的一貫思維。一方面乾隆時期清政府所面對

台灣內部情況已大不同雍正朝，隨著漢人大舉入墾的結果，導致「熟番」土地流

失的情況益趨嚴重，成為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另一方面雍正時期的畫界封山政

策仍須維持，但卻又弊病叢生，因此安置「熟番」且與以巧妙利用，使「生番」

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間，成了適當的處理方式。乾隆時期官方在

防務角色扮演與配置上所做出的更動，其用意仍在於治安維持，也在於利用「熟

番」守禦邊界，以「熟番」制「生番」，以班兵威嚇「生番」並監控「熟番」。因

此就其政策面發展而言，依然是維持、強化雍正以來對於漢「番」隔絕原則的做

法。 
再者，就政策執行面而論，建置隘口、設立汛塘是實施政策主要機構的建置。

前已論及，自雍正晚期迄於乾隆晚期，是「番害」最為嚴重的時期，因此它同時

也是關隘與汛塘添設、改置最為頻繁的時期46，以彰化縣口隘為例，前引高山奏

疏所提及僅不過頭重、北頭、大婆、黃竹等四隘，但乾隆二十五年楊廷璋奏疏所

提及則有岸裡舊社、沙歷巴來積積、校栗林、內外新庄、黃竹坑、阿罩霧、萬斗

六、內木柵、圳頭坑、虎仔坑等十隘47，將彰化縣東部沿山各隘由北而南連成一

線，大致為漢番邊界所在，也是運作維持畫界封山的第一道防線。而界外埔地自

「隘番制」與「番屯制」實施後，是「熟番」隘租與日後「番屯」所在，也可視

為緩衝區。至於綠營汛塘的佈署則又在隘口後方，用於監視「熟番」、威嚇「生

番」，是為第二道防線。自雍正晚期後台灣北路漢人墾拓事務漸趨繁興，北路防

務事須整體調整。雍正十一年閩浙總督郝玉麟與陸路提督王郡主導的營制改革，

北路增設為三營。其中烏溪流域沿山地帶設置了由北路協中營管轄的汛塘—南北

投汛與柳樹湳汛。48自乾隆朝到光緒時期，烏溪流域地區的汛塘陸續有所更動，

這些變動背後反應了沿山地區的社會發展狀況，因此必須予以略述，藉此呈現此

一地帶防務上的某些特徵。以下即依建置時間先後將各汛塘的興廢分述： 
一、南北投汛：南北投汛的狀況前已稍述及。雍正十一年設置南北投汛於現

今之南投營盤口。原由外委統領，有班兵二十名。乾隆三年北路協中營改為三營

                                                 
46
參見許雪姬《清代台灣的綠營》第二章〈營制的更改〉，頁 15-38。 

47
參見柯志明，前揭書，頁 186 注釋 61。彰化縣隘口總數，不同文獻所記不同。道光十二年《彰

化縣志》所言，原設十六處，其所卻指時間未能確定。乾隆 22 年台灣知府鍾德所言則為十二

處，其言與楊廷璋所說差異為內外新庄合併，萬丹隘取消。但十二隘與彰化縣志所言仍差距四

隘。四隘為何，因時間未明，難以確定。彰化隘數參見周璽《彰化縣志》卷七〈兵防志〉屯政。

鍾德說法參見前引柯志明前揭書。 
48
參見黃智偉前揭文，頁 54-56，或李汝和《清代駐台班兵考》（南投：省文獻會，1971 年），

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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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南北投汛獲得擴張，改由千總統領，有兵員八十九名49，是濁水溪與烏溪間

最大且唯一的營汛。此一階段值得注意的是該汛之建置與擴編均與「防番」事務

相關。同治八年（1869 年）綠營裁減，南北投汛存兵六十員。光緒十九、二十

年間南北投汛遭進一步裁兵，最後僅存七名兵員50。同治朝後綠營裁兵，固然是

全國的趨勢，但南北投汛的軍事地位隨著「生番」勢力消退與「開山撫番」政策

的推行而下降也是原因。 
二、柳樹湳汛：乾隆三年設，把總一員，兵丁一百名。分由貓霧捒汛、彰化

汛各派兵五十名移駐。設置於柳樹湳莊51。柳樹湳建汛原因觀察郝玉麟奏疏得

知，該汛與附近之寨，主要是為防備「生番」而建。該疏稱：「台灣北路登台等

處，迫近深山、接連番社，為生熟番往來要區，應於登台、新莊二處設立義勝、

永勝二寨，各安鄉勇三十名巡防；柳樹湳莊口另建營盤，安兵一百名…」52，另

外同時由周璽《彰化縣志》曾載雍正十三年「柳樹湳、登台莊生番，肆出焚殺…」
53狀況來看，更能證明柳樹湳建汛確與「番害」關聯甚深。乾隆五十三年（1788
年）烏溪北岸另建大里杙汛，柳樹湳與其同處烏溪北岸，且相去未遠，因此遭到

縮編。嘉慶十五年（1810 年）柳樹湳汛更因「生番」勢力退入深山遂被裁撤，

併入八卦山汛。原編制內的外委一員、兵三十四名與二八水兵六名改置於葫蘆墩

汛54。 
三、大里杙汛：大里杙汛是乾隆五十三年林爽文事件平定之後，依福康安之

意而設。《彰化縣志》卷七〈兵防志〉提到「大里杙汛：兵房十三間，外委一員，

戰守兵五十名」。55同治八年由汛改塘，歸大墩汛分防，存兵二十五名。光緒十

九、二十年間大里杙塘裁撤。56福康安建大里杙汛主要原因，在於該地是林爽文

事件爆發地點，但在另一方面，乾隆晚期沿山地帶漢人聚落已有一定的數量，自

今大里到霧峰之間，乾隆朝已有柳樹湳、大里杙、涼傘樹、內新庄四大庄為首的

十二聚落57，因此大里杙設汛主要考量係為界內治安維持而建。又，大里杙汛確

實設置地點今未明，但今日七將軍廟右側之地（今大里警察分駐所），民間稱該

                                                 
49
兵部議覆文南北投汛是由千總統率，但台灣的方志自乾隆廿五年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起，

該汛係由把總統領，當係此間過程有所調整。參見《續修台灣府志》（台北：成文出版社，1983
年），頁 386。 

50
參見清薛紹元纂《台灣通志》，頁 656。 

51
參見許雪姬前揭書，頁 27。《台灣采訪冊》（台北：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年）所述

略同。見該書，頁 166。 
52
引文參見《清高宗實錄選輯》上冊（南投：省文獻會，1997 年），頁 12。 

53
引文參見周璽《彰化縣志》，卷 11〈雜識志〉，頁 363。 

54
參見《台灣采訪冊》，頁 166。 

55
參見《彰化縣志》，卷 7〈兵防志〉，頁 193。 

56
參見清薛紹元纂《台灣通志》，頁 657。 

57
參見楊護源前揭書，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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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舊有「抄封館」、「總兵部」等官方組織58。「總兵部」名稱顯然失實，但或許

該地為汛營所在，故有此稱呼。 
四、內木柵汛：內木柵設汛導因於埔里盆地開發問題。「郭百年事件」導致

嘉慶二十二年（1817 年）官方立禁碑於贌屯園59，其上書「原作生番厲，不造漢

民巢」，藉此重申嚴禁漢人進入埔里60。道光四年（1824 年）十二月閩浙總督趙

慎畛復鑑於埔里越界私墾問題，特奏准設立內木柵專汛61。周璽《彰化縣志》記

其概況：「內木柵汛：（兵房三間）外委一員，戰守兵一十名。此汛歸南北投汛撥

守。」62，內木柵汛雖是總督奏設，但其兵員數卻甚為稀少，主因在於該汛作用

雖兼有防番之意，但阻絕漢人越界私墾卻更為重要。又該汛另據光緒《台灣通志》

所記：「內木柵塘：歸南北投汛分防，舊設額外一名、兵二十名。同治八年裁存

兵十五名。今裁。」63。其說與《彰化縣志》在名稱與兵員數上有所異同，未知

孰是。但《彰化縣志》成書時間距離設汛時間較近，且既有外委一名即應為汛，

當以《彰化縣志》為是。通志稱其為塘，可能是同治八年裁兵的結果。再者，關

於內木柵汛位址問題，今略有疑問。內木柵地區未置汛前，原已設隘。《草屯鎮

誌》言及該隘設置於雍正七年（1729 年）64，陳哲三則認為該隘在雍正五年即已

有之。65《草屯鎮誌》所言未知何據，陳文則引述雍正五年巡台御史索琳奏報，

但索琳所言是「南投崎之外木柵」，並未明言提及內木柵，雖然兩地同為彰化縣

所屬，常理而言，內、外木柵之對稱，可能如同南、北投之對稱一般。是以內木

柵隘可能設於雍正五年以前，但其說終究未為定論。更重要的是，陳文也提及現

今所見最早紀錄「內木柵」一名的古文書是乾隆四十四年（1779 年），上距雍正

五年達五十餘年，何以如此？值得進一步考量。另一方面乾隆二十五年閩浙總督

楊廷璋奏摺中所述彰化縣沿山十隘，內木柵隘即為其中之一66，因此現今所能確

定者最遲乾隆二十五年內木柵隘即已設立。 
又，該隘設置地點一般以為是在今之土城里，前引陳文已證明內木柵不在土

城，且也不包括土城一地67。而今草屯富寮里，舊名隘寮。該地有隘寮溪弧型環

                                                 
58
參見〈大里忠義祠七將軍史蹟〉，頁 4。 

59
舊說皆以該碑立於國姓龜仔頭，但陳哲三根據曹士桂《宦海日記》更正為贌屯園。其論點參見

陳哲三〈清代台灣烏溪流域的移墾與水圳修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三期 2006 年

12 月），頁 208。 
60
參見劉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台北：成文出版社，1983 年），頁 136。 

61
參見《清宣宗實錄選輯》（南投：省文獻會，1997 年），頁 31、32 

62
參見《彰化縣志》卷 7〈兵防志〉，頁 193。 

63
參見清薛紹元纂《台灣通志》，頁 657。 

64
參見《草屯鎮誌》〈地理篇〉第七章，頁 123。 

65
參見陳哲三〈古文書對草屯地區歷史研究之貢獻〉，（《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五期 2002 年

11 月），頁 115-116。 
66
參見柯志明前引書，頁 186。 

67
同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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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南距大虎山地僅七百公尺，東接土城平原。隘寮地勢較高，屬隘寮台地地形
68。其外側有「屯園仔」一地，是清代時「番屯」所在（屬土城平原）。而乾隆

中晚期實施「番隘制」與「番屯制」，其屯田均在界外，因此隘寮一地明顯符合

設隘條件，是以內木柵隘確實地點當在今之隘寮。但清代時期草屯地區內木柵一

詞有其廣義的用法，古文書中有內木柵北勢湳、內木柵中埔、內木柵崁仔頂等用

法，事實上匏仔寮台地以東，均可稱為內木柵69。雖依常理而言，內木柵汛應與

內木柵隘同在一地，但如上所言，內木柵也有廣義用法，因此難以論定內木柵隘

即與內木柵汛同在一地。 
烏溪流域沿山地區汛塘變動，既如上所述，其中我們可以看出乾隆朝中期以

前，該區設汛與「防番」關係顯著。事實上此地「番害」情況之嚴重，雖前已稍

述及，但雍正十年皇帝喻知戶部，彰化縣因兇番擾害所有雍正八、九年份未完穀

六千五百餘石悉行豁免70。更能看出乾隆中期以前建隘置汛以「防番」的重要性，

而畫界封山政策的多重目的也由此可見。乾隆晚期以後隨著「番屯制」的實施，

以「熟番」制「生番」方式作為「防番」的主要措施更為確定，因此營汛的主要

作用漸漸轉以界內治安維持為主，監視「熟番」、威嚇「生番」為輔。透過汛塘

與「番隘」相互配合，形成阻絕隔斷漢人與「生番」交通往來的關卡，同時也可

避免「生番」與漢人的衝突。就理論而言，「番隘制」與「番屯制」實施後，當

能夠遏制「番害」的產生，但事實上乾隆朝彰化縣仍發生多起「番害」事件，其

關鍵點在於清政府低估了執行層面中「人」的複雜性，正所謂「徒法不足以自行」。

政策第一線的執行者是綠營班兵與「熟番」，而台灣綠營班兵的紀律與素質向來

問題重重71，同樣的，「熟番」長期與漢人往來頻繁，彼此間利害糾葛，且「熟

番」與「生番」間亦頗有聯繫。因此要其維持法令制度的嚴正運作自是有所困難。

以「番隘制」為例，《彰化縣志》言「凡隘丁首額缺，由番業戶舉充。被豪強之

輩，其不惜多貲以充此役者，非能督責隘丁以守隘口也，不過欲收隘租以飽慾腹

耳。…蓋屯隘之租，多在界外，官非不欲為定界，以杜私越之漸；而無如利之所

在，民爭趨之。彼越墾之人，雖性命尚不自惜，又何畏乎犯法哉」72，文中便很

清楚的提到了隘制的種種流弊。漢「番」隔離原則在如此情況下執行，所謂「生

番」出草，往往不是單純「生番」單方面的問題，而是與界內的族群互動相關聯。

前述乾隆十六年「彰化縣內凹庄及柳樹湳兵民被兇番焚殺案」即是一最好的例

                                                 
68
參見《草屯鎮誌》〈地理篇〉第七章，頁 125。 

69
參見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開發史—以地名出現街庄形成為中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三期 2001 年 11 月），頁 131。 
70
參見《清世宗實錄選輯》（南投：省文獻會，1997 年），頁 40。 

71
關於班兵紀律與其引發社會問題，請參見許雪姬前揭書，頁 357-379。第六章〈班兵與台灣的

治安〉 
72
引文參見周璽《彰化縣志》卷 7〈兵防志〉，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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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熟番」與漢人的對立衝突、「生番」與「熟番」間的原有的互動關聯，以及

兩者對畫界封山所可能帶來的影響，都在此一案件中顯現出來。一個立意完善的

政策與制度設計，往往未必能帶來美好的結果。作為畫界封山政策實際執行機構

的汛營與「番隘」所發生的種種流弊，導致了乾隆十六年「彰化縣內凹庄及柳樹

湳兵民被兇番焚殺案」的發生，正驗證了前述的話語。 

肆、兵慶祠與七將軍信仰的擴展 

    乾隆十六年爆發「彰化縣內凹庄及柳樹湳兵民被兇番焚殺案」的經過，已如

前述，但事件結果卻產生了出人意料之外，但又屬情理之中的現象。事發後，遭

難的兵丁被集中安葬於柳樹湳庄附近墳地。乾隆中葉汛塘官兵與莊民在墳塚前設

立小祠祭祀，形成今日墓廟合一景觀。當地兵、民的祭拜，主要是為祈求免於遭

受「番害」。考究其故，固然與漢人民間信仰中對於厲鬼的崇奉心態有關，但箇

中實別有意涵存在。防備並威嚇「生番」，原為汛兵職責所在，現今汛兵反遭「番

害」，其心之不甘、冤恨較之其他厲鬼尤甚，故而其能力也較他厲為大，是以崇

奉受「番害」之汛兵亡厲，甚且轉化成「將軍」，其靈驗當更為顯著。職是之故，

柳樹湳兵、民將神稱為「七將軍」，以「將軍」具有更大權力及能力防備、威嚇，

甚至討伐生蕃。而將祠命名為「兵慶祠」（見附圖一），以「慶」者「福」也，意

即免遭「番害」不僅是兵、民之福，同時也是因神之福佑緣故。換言之，針對神

之稱號與廟名，它對應了兵、民的信仰觀念，同時也是兵、民主觀意願的投射。

而就信仰功能來說，兵、民已然認定該廟主神是具有「防番」功能。 
今日「兵慶祠」舊跡仍約略可見，祠廟留存部份舊時文物。主要有：廟額木

匾一方（見附圖二）、石香爐一座（見附圖三）、木製神位二座與墳塚前方左、右

短柱二根（見附圖四、五）。石香爐正面刻有「乙亥年十二月，七將軍，南北投

汛關」字樣；木匾上書有「丙子季夏，兵慶祠，鄉人敬立」字樣；神位則書「典

左兵丁翁均神位」與「忠義祠七將軍神位」等字；左石柱正面則刻「張烈」字樣；

右石柱之左上方雖略殘缺，但仍可見「寧右營」等字。依據這些古文物可合理推

論「兵慶祠」由來，分論如下： 
一、石香爐上刻乙亥年當是指乾隆二十年（1755 年）。清代乾隆朝及其後，

干支為乙亥者，計有乾隆二十年、嘉慶二十年、光緒元年。但柳樹湳汛係於嘉慶

十五年遭裁撤，嘉慶二十年以後南北投汛兵自無再獻香爐之理。且前述該案件於

乾隆十九年（甲戌年）六月定讞，因此墳前原始小祠當為乾隆二十年所建，是較

為合理的看法。至於香爐上另刻「七將軍」，則顯然是受民間信仰觀念影響所致。

漢人民間信仰習俗，將死於兵事之人鬼，轉成「將軍」稱呼之鬼神，進而崇祀的

現象是頗為常見，例如同在烏溪流域的草屯鎮南埔里「陳府將軍廟」就是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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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73。「七將軍」刻於香爐上則顯示「七將軍」字樣不但是神之名，也是民間對

於該廟的俗稱。就一般習慣而言，香爐所題之字多為廟名。 
二、木匾所書丙子季夏，則是乾隆廿一年六月。斯時，柳樹湳庄民題獻木匾，

並將小祠定名為「兵慶祠」，這是該祠最早的正式名稱。該祠廟以「兵慶」為額，

就廟名表面而直接的解釋，兵之慶，是希望得到庇祐，免遭「番害」。其取名方

式有類於鹿谷鄉供奉慚愧祖師的「祝生廟」74，以祖師之告，免遭「番害」，所

以「祝生」。但若進一步細思「兵慶」二字，或另有意涵。古典中「慶」字常做

「福」字解。古代祠廟名稱常是由地方仕紳或官員所命，因此「兵慶」也可能有

它解。其中最有可能者，「慶」字當出自易經。案《易‧履‧象》「元吉在上，大

有慶也。」75，此「慶」字通作「福」字解。另外《易‧豐》「六五，來章，有

慶（譽），吉。」，其疏云「以陰之質，來適尊陽之位，能自光大，章顯其德，獲

慶譽也 。」76，此「慶」字也作「福」字解。是以「兵慶」喻指期望透過殉難

兵丁的福祐，類似事件不再發生，此乃兵、民之福。另外也可能暗喻以厲（陰）

為神（陽）之意。事實上「慶」字同樣的用法，也可在竹南中美里澎湖厝看到，

該地有一小祠，名「善慶祠」。此祠廟亦是墓廟性質，廟後即是納骨塔，該祠原

建於道光六年（1726 年），用以收納因分類械鬥而傷亡的骨骸。77 

三、牌位所書顯示該祠分別存在過個人神主與集體牌位，而忠義祠曾是該廟

另一名稱。兩款牌位分存的原因可能與案發後諸兵丁頭顱遭割，未能辨認有關，

又或者與臺灣班兵三年一輪分由內地各營調派相關。而這也可能是日後大部分兵

丁姓名失傳的主因。果若如此，集體牌位即是由新到之汛兵，於姓名失傳後另外

建立？又清代彰化縣建有昭忠祠，入祀該祠須具一定條件，本案遭難兵丁資格並

未符合，是以未能入祀。但忠義祠名稱的使用，是否完全能不理會朝廷相關法令，

任由民間自行認定則不能無疑。至於翁均神位上有「典左」二字，當為其職司，

亦即負責左哨之意。 
四、墳前左、右二石柱問題。左石柱刻「張烈」姓名，其「烈」字，檔案中

作「列」，應是方言寫成漢字所造成差異。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刻有姓名的石

柱是否僅此一根，亦或是其他六根早已消失？詢之廟方也不可解。再者，右方石

柱與左方形成對稱佈局，柱上僅剩「寧右營」三字，此寧當指福寧鎮或建寧鎮。

台灣綠營陸路班兵全來自福建省各營，而福建各營有寧字者僅此二營78。與此同

                                                 
73
陳府將軍的原始來源，參見劉枝萬《南投縣志稿‧宗教志》，頁 156-157。 

74
參見倪贊元《雲林采訪冊》，〈沙連保〉，頁 160-161（台北：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年） 

75
引文參見《周易正義》卷 2〈履‧象〉，頁 41。（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台北：藝文印書館， 
民國 65 年） 

76
同前書卷 6，頁 127。 

77
參見陳金田〈中港善慶祠的故事〉，《台灣風物》31 卷 1 期（1981 年），頁 62-66。 

78
臺灣班兵的來源參見李汝和《清代駐台班兵考》，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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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石柱排列對稱來看，其所指當為張烈之所屬營汛。準此而論，刻有姓名石

柱原僅一根，可能性較高。常情而論，設使屬於張列的石柱有兩根，則七人應有

十四根。石柱消失已屬不易，其他十二石柱同時消失之可能性自是甚微。又若僅

張列得立石柱，其因可能在於同營或同鄉所為。台灣汛塘特色即為同一汛之兵員

來源複雜，其原屬福建各協鎮抽調兵丁，入台後均遭刻意分散。因此造成台灣一

營兵丁，每由內地七、八至十數營不等抽調而來，以致兵弁不相認識，稽查困難。
79是以台灣同一汛塘兵丁，其原屬同鄉、同營者人數稀少。此種情況有可能影響

殉難兵丁未能全部立石柱，甚且未能全部設個人牌位，而代之以集體牌位。對照

前述牌位問題，此種情況頗值得留意。情況若如上言，忠義祠似乎才是該祠原名。

香爐之「七將軍」字樣，當與牌位之「忠義祠七將軍」一同看待，兩者產生於同

時，即乾隆二十年。改稱「兵慶祠」不僅是柳樹湳庄民之意，由前述清政府自雍

正朝後，針對殉節官兵褒揚即有所限制看來，也可能是「忠義祠」名稱不合體制

導致。畢竟廟即在柳樹湳汛左近，且自身亦是官兵成員不能不有所節制。總之，

柳樹湳「兵慶祠」所遺留文物仍過於稀少，其創建沿革欲全部究明已不可能，僅

能依照現存文物做出可能推論。雖然如此，但乾隆二十年即已建立的「兵慶祠」

是最早的「七將軍廟」則無庸置疑。至於今日訛傳六人一犬則應是七人姓名多數

失傳所造成。另外關於義犬的由來，汛兵在營盤內養狗，擔任警戒工作，也是合

於情理之事。 
一般而言，類似柳樹湳「兵慶祠」這種墓廟，在台灣各地數量亦自不少，舉

其著者，如新埔「義民廟」。此類廟宇多數是屬於有應公、大眾爺、百姓公、萬

善同等民間陰廟信仰。若論其性質，雖與七將軍信仰不完全相同，但其型制卻都

是墓廟合一制。而此種墓廟日後廟勢若有進一步發展，分香現象也隨著產生，因

此墓廟常是其他同型祠廟的祖廟。前述新埔「義民廟」及其分香諸廟的關係就是

最佳例證。職是之故，今日若欲究七將軍信仰的擴展，柳樹湳「兵慶祠」必是理

解其信仰發展的關鍵點。 
「兵慶祠」沿革既明，綠營汛塘在烏溪流域內的興廢狀況也已如前述。以維

持治安、「防番」功能而設立的汛塘，與因「生、熟番」合作出草緣故而產生的

祠廟，彼此間有無存在一定的聯繫關係呢？進一步探討實有其必要性，以下即依

照烏溪南、北兩岸四汛次序分別討論之： 
一、南北投汛與七將軍廟：前已言及，南北投汛在柳樹湳汛「兵慶祠」建立

時，曾捐贈石香爐一座，說明二汛關係密切。乾隆中期前烏溪流域僅此二汛，而

考察營兵日常任務主要有緝捕盜賊、防守驛道、護衛行人、稽查姦宄、查驗無照

偷渡台灣者、查驗私越口岸船隻、會哨等項80。透過這些任務，鄰近各汛塘不但

                                                 
79
參見許雪姬前揭書，頁 267。 

80
參見許雪姬前揭書，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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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互熟悉，且平時有相互協防的責任。遇有情況則更須相互支援，兩汛之間

可謂具有脣齒相依的關係。乾隆十六年當柳樹湳案發生後，台灣鎮總兵陳林每在

未經總督覆准下，隨即下令由其他汛塘撥調兵力六十人，分駐石榴班、南北投隘

口堵截「生番」，並且由鎮營抽派出千、把總前往聲援81，即可看出汛塘間的互

動關聯。是以乾隆十六年柳樹湳汛遭「生番」焚殺，相信不僅對當時的柳樹湳汛

衝擊甚大，甚至對其後戍守大里杙、柳樹湳、南北投等地的汛兵心裡也有一定的

影響，特別是在面對「生番」屢次出草的恐懼陰影下，心理感觸更為強烈。前述

清代宮中檔所記錄「番害」，雍正三、四年就有十七次之多，而十七次之中，又

有十六次是屬「水沙連番」出草82，「水沙連番」的威脅，恰好也正是乾隆中期

以前南北投、柳樹湳等汛最主要防範的對象。而這些歷史事件正是汛兵所見、所

聞、所傳聞之事，汛兵背負著歷史的陰影，日復一日持續著「防番」與維安的工

作，心理又如何不受影響呢？也因為兩汛關係密切，南北投汛兵不僅貢獻石香

爐，當兵慶祠轉化為柳樹湳庄兵、民共同信仰後，南北投汛兵將該祠香火攜往營

盤建祠祭祀，祈求免遭「番害」，亦在情理之中。 
    今南投市營盤口「七將軍廟」存有光緒七年木匾，證明此廟在七年以前已存

在。劉枝萬認為該廟應在乾隆五十九年（1794 年）創立，所言未知何據。但依

上述推論而言，該廟最有可能是乾隆廿年南北投汛兵貢獻石香爐時即以割香建

祠。其創置時間最晚應不遲於嘉慶十五年，即柳樹湳汛遭裁撤以前。又，該廟所

存留鄭維霖匾，其人自署「南北投汛官」，查南北投汛自乾隆中期後向由把總統

率，是以其職當為把總。匾文中另提及「北協林憲」其人，核對鄭喜夫《官師志》

應係北路協標中營副將林福喜83。 
二、內木柵汛與七將軍廟：草屯「七將軍廟」確實創建年代，今仍未能確定。

舊論均是以水圳開發觀點而定其創置年代，其說未必可靠。而向來官方宗教資料

也都未著錄本廟，例如無論是《社寺台帳》、民國四十八年劉枝萬〈台灣省寺廟

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或是其後的《南投縣志稿‧宗教志》等都未登

錄，特別是後者已然敘及南投營盤口「七將軍廟」，但對於草屯「七將軍廟」卻

未有隻字片語。再者，該廟也未留存古文物，足資佐證。因而造成年代斷定，無

所憑藉之狀況。然而官方資料果能窮盡小型祠廟之登錄否？不能無疑。例如多數

早期官方資料所載「七將軍廟」，僅有大里一座。故而對於該廟的創建沿革仍存

有推敲空間。民國七十年代初林美容在進行草屯地區田野調查時曾紀錄該廟，其

文提到「南岸的土地公廟原只拜七將軍，相傳是清朝開闢險圳時犧牲的六個人及

                                                 
81
參見許雪姬前揭書，頁 27-28。 

82
參見陳哲三〈水沙連之役及其相關問題〉（《中台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民國 89
年 9 月 14、15 日，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頁 35-69。 

83
參見鄭喜夫《台灣地理及歷史卷九—官師志》第二冊〈武職表〉（南投：省文獻會，1980 年），

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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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狗，但今廟內土地公放在大位，七將軍之香位設於土地公之右旁。」84，顯

示該廟曾有主祭神改換的現象。當今又回復以七將軍為主祭神，則是民國七十四

年管委會成立後再改置的結果。雖此文也只能證明該廟在調查前即存在，但也間

接否決了該廟建於戰後的想法。該廟如係建於戰後，民國七十年代田調口述資料

中，理應有人知曉其創建沿革。而非如今所有關於創建年代的說法都指向清代。

再思其創建沿革過程中，該廟何以二度改換主祭神？應可推論與香火興旺與否有

關。當中令人感到興味的是，舊時香火寥落是否因該廟為特殊族群供奉、建祠，

因此當該族群消失時，祠廟因缺乏當地固定信眾而造成香火寥落。若是如此，該

族群是否為自道光以來人數越來越少的汛兵？若依常理而論，七將軍信仰應與營

汛設置有關，而前文提及內木柵汛存在時間是自道光四年至光緒二十年左右，且

內木柵汛又為南北投汛分防，所以本廟的香火來源應是出自南北投汛「七將軍

廟」。其時間應於內木柵汛遭到裁撤以前。且若進一步考量七將軍信仰的傳播與

隘汛「防番」工作相關，而同光朝之後草屯地區「番害」壓力已不再，所以最有

可能還是道光朝時期，但以上也僅為推論。反思，該廟若是為內木柵汛兵所建，

何以其廟未建於內木柵汛左近之地，而處今日烏溪橋頭附近。此亦不可得解。是

否因往昔生番往來孔道主要是沿烏溪南北兩岸為主，故而廟址設於此地。或是另

有交通、巡防路線等其他因素影響，甚且內木柵之隘與汛根本不在同地，此亦堪

思索。 
總之，草屯「七將軍廟」理當與南投「七將軍廟」同出一源，但在該廟創建

沿革缺乏文物史料佐證情況下，僅能做如上推論。反之，相較於過去認為該廟與

水圳開鑿關聯的多種說法，在其民間傳說本源未得究明狀況下，此關於草屯「七

將軍廟」的推斷，應較合乎沿山地區開發歷史脈絡的發展。 
三、柳樹湳汛與七將軍廟：乾隆二十年所建湳柳樹「兵慶祠」已如前所述，

而該祠附近舊為墳場。該地除殉難七兵丁墳塚外，昔日祠廟右側另有清代墳塚
85，左前方有嘉慶庚午年（十五年）粵東信眾所捐建之百姓公廟，因此不難推測

兵丁葬於此地之因。而今日該祠距離舊柳樹湳庄中心地區甚近，因此柳樹湳汛址

也當在兵慶祠不遠之地。再者，柳樹湳汛遭撤後，「兵慶祠」香火受到相當程度

影響，加以霧峰地區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較集中於霧峰街區，而乾隆末期仍為烏

溪北岸四大庄的柳樹湳，成長較之緩慢，「兵慶祠」也因此受人遺忘。民國七十

四年該祠附近居民組成擴建委員會，另於「兵慶祠」前興建廟宇，七十七年完工

後重新命名為「七將軍爺廟」，並稱此新廟為舊祠之「前殿」。其後且新塑六尊神

像與義犬一條，供奉於前殿。此種差異於舊祠與其他「七將軍廟」供奉牌位的方

                                                 
84
引文參見林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類學者看地方》（台北：台原，2000 年），頁 115、116。 

85
民間傳述該墳塚為總兵塚，自屬謠傳。蓋柳樹湳汛係由把總統轄，而非總兵。今該塚已於民國

六十年重修，原來面貌已失，新塚係夫妻合葬，墓碑題有昭武都尉諡惠恭王府君墓等字樣。依

其所書來看應為軍功出身，未知是否與王松家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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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我們看到七將軍信仰進一步衍異的可能。 
四、大里杙汛與七將軍廟：嘉慶十五年柳樹湳汛遭裁撤後，大里杙汛成為烏溪北

岸唯一的汛塘，柳樹湳地區反而成為大里杙汛巡防地點。這也是大里市志等相關

資料，誤認翁均等人為大里杙汛兵的因素。 
    今日大里方面的資料顯示，該廟建於清同治九年，但此說缺乏實證，前已辯

駁。以該祠所言，廟所奉之七將軍，墓在柳樹湳看來，該廟源出柳樹湳「兵慶祠」

無疑。而柳樹湳地區舊有口碑，也有大里「七將軍廟」是由柳樹湳割香建廟的說

法，可為佐證。依照兩地營汛舊有關係而論，乾隆五十三年至嘉慶十五年間，兩

汛並存。雖彼此必要時互有協防責任，但平時則各有巡防區域。因此嘉慶十五年

以前大里杙汛兵割香建廟可能性較低。反觀自柳樹湳汛遭撤後，該地也成其巡防

區，因此割香建廟應在嘉慶十五年以後，而大里七將軍廟又留存同治十年黃維昭

匾，因此可推斷該廟應建於嘉慶十五年到同治十年間。 
    總之，大里「七將軍廟」香火源出柳樹湳，殆為定論。只不過柳樹湳說法中

的祖廟，並非今日新的「七將軍爺廟」，而是清代的舊廟「兵慶祠」。大里杙汛兵

丁應是在柳樹湳汛遭裁撤後，將柳樹湳「兵慶祠」香火攜往大里，而成了今日大

里「七將軍廟」的源頭。換言之，今日大里「七將軍廟」與柳樹湳「七將軍爺廟」

的香火都出自清代柳樹湳汛的「兵慶祠」。 
    總結以上各汛與七將軍關係而論，清雍正朝劃界封山政策確立後，阻斷、隔

絕漢「番」交通往來，成為此後清廷處理漢「番」關係的一貫原則。乾隆中期的

「番隘制」與晚期的「番屯」政策，也和此一原則的運用有關。這種以防亂為最

高目標的政策，也是對劃界封山政策一向的認知。但就彰化縣沿山邊界地區隘汛

的興廢而言，除了防亂目標以外，隘汛做為「防番」機構的色彩，在這當中更被

凸顯。除了大里杙汛是為特定事件而建置外，南北投，柳樹湳與內木柵三汛設立、

縮編與裁撤都與防備「水沙連番」有關，這也是漢「番」邊界的常態。只是漢「番」

隔離牽連著族群互動，漢「番」經濟利益與政策執行者、墾民彼此間利害關係，

甚至是官員的利益等問題，因此政策實施往往造成效果有限的狀況。乾隆十六年

「彰化縣內凹庄及柳樹湳兵民被兇番焚殺案」即是具體例證，當柳樹湳兵、民在

等待了三年以後，該案官司始告終結，但針對殺人者「生番」，官方卻無可如何。

乾隆二十年柳樹湳「兵慶祠」的建置、二十一年鄉民的題匾，固然是「生番」出

草威脅的心理陰影有以促成，但何嘗不是對官方高層劃界封山政策執行效率的一

種反諷舉動。正因為現實上隘汛單方面防備「生番」成效有限，兵民不得不求之

於鬼神。換言之，「兵慶祠」的建立與香火擴散是一種社會群體心理需要的展現，

迄於道光時期彰化縣烏溪流域內沿山邊界地帶，「生番」威脅感始終未曾消失，

沿山地區的兵、民心理上自需崇祀「防番」功能的鬼神，七將軍信仰的興起恰好

顯示了這種需要。除內木柵汛未得確證外，南北投汛、大里杙汛的營兵，也都是

基於如此情況，將原僅限於柳樹湳一地的「兵慶祠」香火攜回營汛所在，另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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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祭拜。是以七將軍信仰的香火，也與烏溪流域汛塘的興廢呈現對應關係。也因

七將軍信仰的肇始，與綠營汛兵關聯，汛塘的裁撤對其香火影響甚巨。今日除大

里「七將軍廟」隨著大里社經變化而轉型成功，因此仍能保持一定發展外，其他

地區「七將軍廟」信徒來源多集中於祠廟週邊居民，遲遲未有新的發展。要之，

南投、大里等地「七將軍廟」的發展，與清代沿山地區汛營設置關係密切，其香

火同出柳樹湳「兵慶祠」一源，而非現今廟方或地方文獻各自所記那般眾說紛紜

的狀況。 

伍、結語 

    「彰化內凹莊，生番殺黔首，賴白兩姓家，二十有二口。故事番做惡，武吏

有責成，生番殺人重，熟番殺人輕。大吏爭護前，各以熟番報，公時巡台灣，獨

以生番告。洋洋海風起，偏遲御史奏，奏騎既濡滯，所奏又乖張。天語加切責，

大吏滋不悅，詗者來調停，訹公改前說。公指窗前山，是豈可動乎，苟其徇有位，

何以對無辜。亡何矯虔吏，買頭作誣証，事發得上聞，昭昭黑白定。」86。清代

名詩人袁枚以詩歌詠他的少年同窗—錢琦87，前引僅為該詩的部分內容，詩中言

簡意賅的指陳出發生於乾隆十六年十二月「彰化縣內凹庄及柳樹湳兵民被兇番焚

殺案」審理曠日費時的原委。台灣地方文官與巡台御史錢琦、立柱均認定是「生

番」所為，但台灣鎮總兵與隔海的閩浙總督則以「熟番」殺人上報。官場利害關

係牽延了案件審理，待該案審判終結時，已是乾隆十九年六月。就在審判後翌年

十二月，北中營所屬汛塘的部份兵丁為該案遭難的同僚陳綬保、吳世俊、薛國棟、

劉耀、翁均、張列、彭英等七人，在柳樹湳墳前興建了小祠，並由南北投汛兵丁

貢獻了石香爐。乾隆二十一年六月柳樹湳庄民題獻廟額木匾一方，將該小祠命名

為「兵慶祠」。清政府自康熙、雍正時期在台灣行畫界封山之禁，沿山邊界地區

建隘置汛，隔絕漢「番」往來。但限於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等條件限制，隘汛

「防番」每有狀況。「番害」陰影壟罩營汛兵丁與民眾，受「番害」之汛兵亡厲

轉成兵、民祈求對象，從而塑造新的「防番」神衹，新的祠廟。同時由於「番害」

在此後依然威脅著烏溪流域沿山邊界地帶的汛兵，故而南北投汛兵也割取「兵慶

祠」的香火回到營盤內建祠供奉。而乾隆五十三年大里杙建汛，嘉慶十五年裁柳

樹湳汛，新增分巡柳樹湳地區責任的大里杙汛兵，也將「兵慶祠」香火帶回大里

杙地區建祠崇祀。道光四年由南北投汛撥派兵丁協防的內木柵建汛，雖限於史料

                                                 
86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冊二，卷 25〈心中賢人歌寄錢璵沙方伯〉（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65
年），頁 7。 

87
錢琦，字相人，號璵沙，晚年自號耕石老人，浙江仁和人。乾隆二年進士。前先後曾任巡台御

史、福建布政使等職。與袁枚相交五十四年，錢琦歿後，袁枚為之撰寫墓誌銘。袁枚認為錢琦

對該案的貢獻，是其一生重要事功之一。袁枚在錢琦的墓誌銘中還特地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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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確證內木柵汛也由南北投攜回七將軍香火建祠。然推其情況而論，此亦大有

可能。所以烏溪流域沿山漢番邊界地區的七將軍信仰可謂同出一源。只是在七將

軍香火擴散的同時，一方面廢柳樹湳汛導致「兵慶祠」香火日益衰頹，另一方面

因綠營汛兵的三年輪調制度，使得原來七將軍的真實姓名多數遭到湮沒，甚且訛

轉成為六人一犬的傳說。迨至光緒廿一年台灣割讓與日本，綠營撤退，史事更為

晦澀不明。而傳說也進一步的衍異，最終造成七將軍傳說產生在地化現象，也就

成了今日眾說紛紜的情況。今考之史實，所謂「七將軍」實是陳綬保、吳世俊、

薛國棟、劉耀、翁均、張列、彭英等七人，今日大里、南柳、南投等地的「七將

軍廟」追溯香火本源，都是出自清代柳樹湳的「兵慶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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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柳樹湳七將軍爺廟沿革 
 

供奉六位為國捐軀以及一隻義犬的台中縣霧峰鄉柳樹湳忠義祠七將軍爺

廟，耆老口述七將軍爺有一段悽美的故事，相傳在清同治九年〈西元一八七○

年〉，大里杙總兵部派出六名士兵及一隻靈犬前往阿罩霧巡邏，結果巡邏到柳樹

湳時遭到出草的番人包圍，一場激戰之後，六人寡不敵眾壯烈成仁。 

    隨同前往的靈犬則奔回總部悲鳴狂吠，總部官員見狀有異立刻派兵救援，趕

到現場已經回天乏術，而那隻義犬就在當地咬舌而亡，當時清廷將六人連同義犬

就地一同埋葬，就是本廟後殿所在地，爾後現場發生種種奇蹟。之後地方人士集

資建廟祀奉，並且命名為﹝忠義祠七將軍爺廟﹞，每年農曆七月六日七義士忌日

時進行祭拜；民國七十七年〈西元一九八八年〉擴建前殿。 

    七將軍爺廟由於擁有一隻義犬，因而以尋找失物最為靈驗著稱，凡有失竊物

品、牲畜被偷者，前往祈求擲筊，如蒙允杯，失物失而復得，或是牲畜自己跑回

來事件，不勝枚舉。七將軍爺神威顯赫，其他求財得財、求福得福、求子得子、

求壽添壽，也都是有求必應。 

 

柳樹湳七將軍爺廟管理委員會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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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七將軍廟沿革 

 

    清乾隆十八年（公元一七五三年），為利民生灌溉水部指示開川鑿圳，開拓

茄荖媽助圳。當時六位英雄及一隻靈犬，奮不顧身，罔計己身安危，參與圳頭開

鑿工作，四月廿二日，，圳頭始得鑿穿，但洪水隨之而至，來勢兇猛，英雄及靈

犬走避無門，身陷其中而壯烈成仁，後人為感念其嘉惠圳域，灌溉民生至鉅，功

德無量，無以為報，遂建廟奉祀，稱英雄及靈犬為「七將軍」。 

將軍護國佑民，有求必應，靈威顯赫，澤被蒼生，惟建廟當初物質缺乏，簡

陋從事，且年久失修，乏人管理。遂由主任委員林金亮先生召集委員十八人於民

國八十年十一月廿四日正式成立管理委員會，展開重建工程，蒙諸方賢達、善男

信女熱心贊助，迨於民國八十一年九月吉旦重建完竣，雖非宏貌輝煌，但靈威永

在，飲水思源，立此永誌。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九月吉旦 

顧問  洪子能撰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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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一  兵慶祠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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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兵慶祠廟額舊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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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南北投汛題獻兵慶祠之舊石香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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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七將軍墳前左方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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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七將軍墳前右方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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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the Wu River passes by townships namely Nantou, 
Tsaotun, Wufeng and Dali.  Coincidently each township has a Seven General 
Temple which worships six spirits and one faithful dog. There is no unanimous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regarding these four temples in existed 
documents.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laborate the origin of Seven 
General Temp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even General Temple was result in the 
policy of ethnic quarantine that kept Han ethnicity from aboriginal people in Ching 
dynast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Zhanhua county. This paper offers evidences to prove 
that ｀Bing Qing temple＇ located in Wufeng, established in twentieth year of 
QianLong is the origin of these four temples.  

The so called ｀seven generals＇ were soldiers who killed by aboriginal people. 
The name of these soldiers are Chen Shoubao, Wu Shjuan, Xyu Guodong, Liou Yao, 
Wong Jyun, Zhang Lei and Pen Ying.  These brave soldiers had become generals 
after death and worshiped by local residents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the invasion 
of aboriginal people. Owing to there were many conflicts between Han and aboriginal 
people around the mountain areas of Zhanhua county, therefore the worship of Seven 
Generals grew and spread out to townships nearby.  Eventually Nantou, Tsaotun, and 
Dali set up a Seven Generals temple in its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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